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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协同创新是打破国外技术壁垒、实现关键领域技术突破的重要举

措。在当前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客观评估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协

同创新的影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以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

样本,基于收集的发明专利申请数据识别企业协同创新行为,考察政府研发补贴

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能够促进企业协同创新。进

一步分析表明,协同创新促进作用在高研发风险的企业更为明显,信号强度高的

补贴类型对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上述结论为优化研发补贴结构及加

快建立协同创新网络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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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协同创新。2021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十四五”
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要“完善科技协同创新制度,引导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
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2022年多部门共同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千校万企”协
同创新伙伴行动的通知》。通知要求“最大程度发挥高校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重大科技

突破策源地和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协同效应,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协同创新”。同年,中
央全面深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

型举国体制的意见》,要求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

结合起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更好地促进我国创新事业的发展。
这在当前中美竞争加剧,部分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企业是国家创新的重要主体,特别考虑到企业是实现创新产业化的关键一环,企业的

创新产出更有可能转化为新产品或新服务,从而兑现创新的价值。而企业的创新通常又

具有较强的外部性,这就需要政府为企业创新提供有利条件。根据以往的研究,政府可以

通过提供研发补贴方式,矫正企业创新的外部性、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从而推动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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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并提高国家的竞争力(陆国庆等,2014;章元等,2018;Mulier
 

and
 

Samarin,2021;Xu
 

et
 

al.,2022;Chen
 

et
 

al.,2024)。近年来,我国政府逐年加大了创新领域的财政支持力

度。2023年我国财政科学技术支出金额超过1万亿元,同比增长了8.5%。然而,我国

的创新却整体呈现出“量大质低”的特点。2021年我国授权的发明专利达到69.6万件,
拥有的有效专利数量达到360万件,位居世界第一。与之相对的,企业通过转让获得的

发明专利中,转让费用不足5万元的所占比例超过80%,其产业化率仅为16.8%,呈现

出转让金额与产业化率均低的“双低”特征。据《2023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我国企

业的绝大部分发明专利由企业独立研发完成,占比92.4%。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和大型

企业更倾向独立研发,占比分别为94.2%和94.3%。如何更有效地补贴企业的创新活

动,更好地推动企业参与协同创新,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进而提升我国的创新水平是本

文关注的重点问题。
随着创新时效性与技术复杂度的持续提升,协同模式对高水平创新的支撑作用日益

凸显。现阶段有关协同创新的研究主要包括协同创新的内涵机制、协同创新对创新绩效

的影响、经济社会因素对协同创新及其绩效的影响。仅有部分文献关注到政府研发补贴

对企业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且鲜有研究聚焦于考察中国的政策实践。在中国,政府研发

补贴能否促进企业的协同创新? 政府研发补贴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协同创新影响是否相

同? 不同类别研发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是否相同? 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展开探讨。
在当前背景下,厘清这些问题,对促进我国协同创新,从而提高企业创新质量、破解我国关

键技术领域“卡脖子”难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收集了2007—2022年我国

的发明专利数据及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探究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
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企业研发风险阶段来

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在高研发风险企业中尤其明显。从补贴信号强

度来看,研究补贴和中央研发补贴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参与协同创新,而开发补贴和地方研

发补贴对此无明显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研究视角上,拓展了政府研发补贴创新

效应的研究。以往研究更多关注研发补贴激励被补贴企业创新投入及产出增加的政策效

应,尚未关注到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模式的影响。检验研发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
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政策效应的理解。第二,研究内容上,丰富了政府研发补贴作用机制

的内涵。以往研究更多从外部资金支持视角关注研发补贴的政策效应,较少关注到政府

研发补贴通过提供信号认证促进企业协同创新。检验政府研发补贴的信号认证效应,有
助于深化对政策影响机制的认识。第三,研究结论上,本文研究可以为政府研发补贴政策

提力增效提供理论依据。研发风险是企业协同创新需求的关键决定因素,信号认证是研

发补贴促进协同创新的关键机制,提升信号强度、提高补贴精准性是政策效能提升的重要

方向。

1 文献评述

与本文研究较为相关的文献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文献主要研究协同创新的内涵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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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随着《2011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的发布,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协同

创新的内涵与机制。例如,陈劲和阳银娟(2012)的研究认为协同创新是企业、高校和科研

机构等创新主体为实现知识增值而进行的价值创造过程。刘丹和闫长乐(2013)提出协同

创新体系由创新主体和产业环境两部分构成,而这个系统的发展取决于政府主导、制度安

排和自组织的协同机制。叶伟巍等(2014)的研究表明企业对知识的吸收能力将对协同创

新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企业的吸收能力越强,协同创新的效果越好。另有学者重点关注

产学研这种特殊的协同创新模式。涂振洲和顾新(2013)将产学研协同分成知识共享、知
识创造、知识优势形成三个循环往复的阶段,随着循环次数的增加,知识的质和量得到提

升,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也随之提高。吴洁等(2019)认为企业、政府和高校参与协同创新

的意愿会受到彼此的影响,但影响程度有所不同———政府对企业参与意愿的影响较小而

对高校参与意愿的影响较大。还有学者从都市圈或高校的视角探讨了协同创新的运行机

制(李祖超和梁春晓,2012;解学梅,2013)。
第二类文献注重考察协同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Ahuja(2000)认为企业与其合作

伙伴的直接或间接联系都会对创新产生积极影响。Faems
 

et
 

al.(2005)利用比利时的数

据,发现协同创新与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在中国,随着协同创新这种创新模式被越来

越多的创新主体所采纳,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协同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大部分学者

认为协同创新会提升创新绩效,且随着协同程度的不断加深,协同模式对创新绩效的促进

作用会更加明显。例如,解学梅和刘丝雨(2015)通过研究中小企业样本发现多种协同模

式都能提升中小企业的创新绩效,协同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白俊红

和蒋伏心(2015)的研究表明,企业不论和高校还是和科研机构进行协同创新,都有利于创

新绩效的提高。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协同创新对创新绩效的作用会受到协同模式或创新类

型的影响,例如有学者研究表明企业之间的协同不能提升创新绩效,但是产学研协同模式

却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质量(龙小宁等,2023)。还有学者发现协同模式不能促进市场导

向的创新,但对技术导向的创新却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白俊红和吕晓红,2014)。
第三类文献主要研究经济社会因素对协同创新或其绩效的影响。例如,有研究表明

不同的企业竞合关系会使企业对协同模式做出差异化选择(万幼清和王云云,2014)。宽

松的融资约束、产业融合、企业跨国并购以及地铁开通都会促进企业同其他创新主体的协

同创新(周开国等,2017;李蕾和刘荣增,2022;万筱雯和杨波,2023;王岳龙和袁旺平,

2023)。还有学者考虑了技术距离和地理距离等因素对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发现技术距

离对企业和高校的协同创新绩效起到促进作用,而地理距离对校研企协同的创新绩效起

到抑制作用(刘志迎和单洁含,2013)。夏丽娟等(2017)的研究则得出不同的结论,他们认

为技术邻近对产学协同创新绩效产生倒 U型的影响,而没有发现地理邻近促进产学协同

创新绩效的证据。Chapman
 

et
 

al.(2018)发现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外部合作广度具有显

著的平均正向影响。Bianchi
 

et
 

al.(2019)利用西班牙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发现不仅政

府研发补贴的有无会影响企业参与协同创新,政府研发补贴的数量同样也会影响企业参

与协同创新的意愿。叶阳平和马文聪(2023)研究了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

响,发现政府研发补贴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合作。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以下几点。首先,大多数研究考察协同创新的机制以及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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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绩效的影响,鲜有研究关注中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其次,这些研

究中学者们往往采用合作研发专利数作为协同创新的指标,该指标侧重于衡量协同创新

绩效,而非企业创新模式变化。最后,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研发风险和信号强度可能会对政

府研发补贴和企业协同创新的关系产生影响。因此,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

响还需进一步研究。

2 理论分析

政府研发补贴可以引导企业的创新行为,更好地促进创新要素的流通。企业创新可

分为独立创新和协同创新两种模式,当企业无法独自承担研发风险时,则倾向于通过寻找

协同创新对象共担风险。企业开展协同创新时还存在一系列挑战,信息不对称会提高企

业寻求协同创新的互信成本。随着研发风险加大,协同创新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也随之

提升,导致其他创新主体参与协同创新的意愿不足。对于高研发风险的企业,协同创新的

必要性更强,但上述问题却因风险的存在而进一步加深。这些问题仅凭市场机制难以完

全解决,政府的介入能够补充市场的不足,协助企业进行创新资源的整合,促进协同创新。
根据信号理论,政府研发补贴使企业得到政府认证,获得政府研发补贴的企业更容易

得到其他市场主体的认可,从而提高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进行协同创新的可能性(Bianchi
 

et
 

al.,2019)。信号效应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研发补贴提升了补贴对象的形象

和影响力。若企业得到了政府研发补贴,则意味着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与认可。政府的

权威和信誉能提升补贴对象在行业中的地位和形象,使其更能吸引其他创新主体与该企

业进行协同创新。第二,研发补贴缓解了创新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政府在提供研发补

贴时通常会对技术水平、研发能力和项目可行性进行充分评估。因此,获得政府研发补贴

的企业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得到政府认可,相关研发项目亦具有可行性。在研发信息不

能充分流动的前提下,其他创新主体则可以根据一家企业是否获得政府研发补贴来辅助

判断企业研发水平和项目可行性,有助于打破信息壁垒,消减彼此间合作的疑虑,从而带

动各主体间的协同创新。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

 

政府研发补贴可以促进企业和其他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创新。
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还会受到企业研发风险的影响。从事颠覆

性、原创性研发工作的企业研发风险更高,需要的研发投入较高,其产品和技术也由于尚

未被验证而存在较高的技术和市场不确定性,投资回报风险也更为突出。这种低收入预

期和高投入现实相结合的状态,通常使这些企业承担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协同创新过程

中,不同主体共同投入研发资源,能够分担研发成本和风险。因此,高研发风险企业具有

更强的协同创新意愿。然而,由于顾虑协同创新可能的风险,其他创新主体对与该类企业

进行创新协同持谨慎态度。此时,政府研发补贴可以为高研发风险企业提供额外支持。
政府补贴的发放,表明政府对受补贴企业和项目的认可,缓解了其他创新主体的担忧从而

增加其与高风险企业合作的意愿,政府研发补贴因此促进企业与其他主体进行合作。
从事已经成熟的产品或技术领域研发的企业风险相对更低,其产品或服务已经被市

场验证,技术与市场不确定性较小。这些企业通常有稳定的现金流和资金来源,能够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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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研发费用。同时,由于产品与技术已经成熟,企业选择协同创新的必要性不强,协同

创新意愿不足。尽管政府研发补贴可以进一步增强低研发风险企业的竞争力,帮助它们

在市场上保持现有地位,但该类企业自身能力已经可以满足创新需求,无须从其他创新主

体获得资源支持。因此,对低研发风险企业来说,即使政府研发补贴发挥认证和支持作

用,其他创新主体亦有意愿与之合作,该类企业也仍然倾向于独立研发。政府研发补贴对

它们进行协同创新的激励作用也就小于高研发风险企业。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

 

政府研发补贴能够显著促进研发风险较高企业进行协同创新,而对研发风险

较低企业则没有明显的促进效果。
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还会受到补贴本身信号强度的影响。这主

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方面,信号强的补贴通常代表了政府对特定产业或技术领域的支

持,具有较高的政策明确性和稳定性。换言之,政府通过资金支持向企业和其他创新主体

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即该领域将受到政策关注和扶持。这种潜在信息可以减少企业

对政策支持方向调整的担忧,使得企业更加愿意进行长期研发规划,加大研发投入。同

时,政策信号也增强了其他创新主体对于政府将为企业提供足够政策支持的预期,有助于

缓解对协同创新中潜在风险的担忧。另一方面,信号强的补贴通常伴随着严格的评选机

制,获得补贴的企业被认为具备较高的技术创新潜力和市场前景。通过政府的支持,企业

在行业中获得了显著的信誉背书,这增强了其作为合作伙伴的吸引力。获得强信号补贴

的企业被视为更具创新能力和经营前景,其他创新主体因此更倾向于与其合作。在协同

创新中,企业的信誉和声誉是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础,信号强的补贴增强了企业的市场地

位,使其在寻找合作伙伴时更具竞争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

 

信号强度高的研发补贴更能促进企业参与协同创新。

3 财政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行为的实证检验

3.1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3.1.1 被解释变量

  本文根据企业是否和其他主体共同申请专利,判断企业是否进行协同创新。为此,我
们收集了2007—2022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数据,从中筛选出共同申请的发明专利。根据

是否与其他创新主体共同申请,把专利划分为单独申请和共同申请。随后,将专利数据中

的企业同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匹配,得到包含专利申请模式的上市公司数据集。根据《2023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企业的发明专利研发周期大约为1~2年。因此,若企业申请的发

明专利有其他申请人参与,则我们将该专利的申请年份作为协同截止年,以截止年的两年

前作为协同起始年,将协同起始年到协同截至年这个时间段设为企业参与协同创新,取值

为1,否则为0。

3.1.2 解释变量

本文收集了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政府补贴项目明细,其中包含项目名称和

补贴金额。政府补贴可被划分为研发补贴、政策性亏损补贴、价格补贴、环保补贴等多种

类型。由于本文关注政府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因此我们选择研发补贴这一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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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新直接相关的政府补贴类型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此,参考陈红等(2018)、何晴等

(2022)的思路,我们根据政府补贴项目名称中包括“研究、科研、创新、科技进步、产业化、
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等任一关键词,并结合具体项目详情逐一筛选归为研发补贴项目。
然后将这些项目金额按照公司和年份进行加总,就得到上市公司在各个年份的研发补贴

金额,以研发补贴作为本文基准回归的解释变量。

3.1.3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以下指标作为控制变量:企业规模(lnes),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企
业资产负债率(rlev),由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表示;企业绩效(roa),由企业净利润

除以企业总资产计算得到;企业所处行业竞争状态(hhi),由企业的营业总收入除以其所在

行业的营业总收入表示。

3.1.4 模型设定

为检验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的激励作用,设定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jointit=α0+α1lnsubit+controlsit+firm+year+εit (1)
其中,jointit 表示企业i在第t期的协同创新行为,当jointit=0时,表示企业i在第t期没

有和其他主体进行协同创新;当jointit=1时,表示企业i在第t期参与了和其他主体的协

同创新。α1 表示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进行协同创新的影响程度。向量controlsit 代表控

制变量,包括lnesit、rlevit、roait、hhiit。εit 为残差项。为避免遗漏变量产生估计偏误,模型

还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此外,因为被解释变量是0-1变量,本文采用面

板logit模型进行估计。专利数据来自incoPat数据库,行业分类来自 Wind数据库,政府

研发补贴数据和上市公司经营指标来自CSMAR数据库①。

3.2 基准回归结果

表1给出了研发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行为影响的三个实证结果,其中模型a包含被解

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模型b加入时间固定效应,模型c进一步加入个体固定

效应。由于面板logit模型控制个体效应回归时会剔除掉样本期内被解释变量没有发生变

化的样本,因此样本量会减少(吴贾等,2015)。由表1可以看出,三个模型中政府研发补

贴的系数均为正数,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协同创

新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假设1得证。

表1 研发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行为的影响

变量
被解释变量:joint

模型a 模型b 模型c

lnsub
0.0853*** 0.1032*** 0.0467***

(0.0149) (0.0155) (0.0162)

lnes
1.1666*** 0.9220*** 0.4967***

(0.0372) (0.0456) (0.0605)

① 限于篇幅,描述性统计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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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被解释变量:joint

模型a 模型b 模型c

rlev
-1.1300*** -0.7192*** -0.6500***

(0.1886) (0.1984) (0.2188)

roa
-0.0657 0.0717 0.3317

(0.4002) (0.4186) (0.4347)

hhi
-2.5686*** -1.0790* -1.0151

(0.5506) (0.5816) (0.6597)

个体固定效应 NO NO YES

时间固定效应 NO YES YES

样本量 31134 31134 15522

Pseudo
 

R2 — — 0.1274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3.3 稳健性检验

3.3.1 调整被解释变量

  为提高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对被解释变量进行调整。企业和其他主体的协同创新需

要依靠专利数据进行辨别,由于企业发明专利的研发周期大约在1~2年。此处我们把企

业协同的时间区间由两年调整为一年,重复基准回归。表2模型a给出调整后,政府研发

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影响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政府研发补贴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显

著性水平下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表2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joint

模型a 模型b 模型c 模型d 模型e

lnsub
0.0415*** 0.0539*** 0.0484*** 0.0835*** 0.1416***

(0.0159) (0.0166) (0.0088) (0.0053) (0.0090)

lnes
0.5382*** 0.4846*** 0.6009*** 0.3984*** 0.6598***

(0.0599) (0.0621) (0.0262) (0.0105) (0.0179)

rlev
-0.3421 -0.5686** -0.3548*** -0.2484*** -0.4147***

(0.2166) (0.2235) (0.1120) (0.0531) (0.0889)

roa
0.5515 0.4046 0.0586 0.0778 0.1327

(0.4254) (0.4438) (0.2363) (0.1406) (0.2352)

hhi
-0.4835 -0.5602 -0.0072 0.3978** 0.8256***

(0.6401) (0.6673) (0.3454) (0.1674) (0.2864)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NO NO NO
行业固定效应 NO NO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6742 15341 31134 31134 31134
Pseudo

 

R2 0.1284 0.1424 — 0.1578 0.1584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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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剔除含个人的专利申请

考虑到部分专利是由个人和其所在单位共同申请,这样的创新成果可能由企业内部

的创新成果分配产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企业存在和其他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行为。
因此,我们将样本内专利申请人中包含个人的专利剔除,用剩余专利数据样本重新识别企

业是否参与了协同创新。回归结果如表2模型b所示,可以看到研发补贴的系数均显著

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再一次印证了政府研发补贴对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

3.3.3 变更回归模型

前文中我们均采用面板logit模型评估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影响。为

增强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此处采用面板probit、probit以及logit模型重新估计政府研发补

贴对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影响,并因模型限制以行业固定效应替换个体固定效应,回归结

果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c、d、e分别是面板probit、probit以及logit的回归结果,所有模

型均控制了时间与行业。可以看出,无论采用哪种模型,政府研发补贴的系数均为正,且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回归结果符合预期。

3.4 内生性处理

若政府优先对参与协同创新的企业进行补贴,这将导致本文中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

互为因果,从而产生内生性问题。为此,我们采用工具变量法来进行处理。参考李俊青等

(2023)的研究,我们选取IVprobit模型来进行回归。工具变量的选择上我们借鉴了吴伟

伟和张天一(2021)的研究,选取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内部支出

中来自政府的资金额(lngovsub)作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工具变量

的选择通过了F 检验、AR检验以及 Wald检验,说明工具变量的选择符合要求。lnsub的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政府补贴促进了企业参与协同创新,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进一步验证

了假设1。

表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lnsub 被解释变量:joint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lngovsub
0.0224**

(0.0089)

lnsub
3.1094**

(1.2546)

lnes
0.7524*** -1.8751**

(0.0104) (0.9442)

rlev
0.0041 -0.2448
(0.0592) (0.1867)

roa
1.5170*** -4.5570**

(0.1579) (1.9817)

hhi
0.4308** -0.9659
(0.1754) (0.7917)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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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被解释变量:lnsub 被解释变量:joint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F 值 151.0361

AR检验
P=0.000
(72.34)

Wald检验
P=0.0132

(6.14)

调整的R2 0.2707 —

样本量 31121 31121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4 进一步分析

4.1 研发风险视角

  由理论分析可知,研发风险决定企业协同创新需求强度,因而研发风险阶段的不同可

能导致研发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为了更全面地研究研发风险在其

中的作用,我们将采用多个指标尝试识别和评估企业的研发风险,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政府

研发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异质性影响。
参考何晴等(2022)的研究,本文选取研发强度作为衡量企业研发风险的第一个指标。

一方面,研发强度越高,意味着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相对越大。如果研发项目失败,企业

可能面临巨大的财务损失,特别是在收入较低但研发支出较高的情况下,这种风险尤为突

出。另一方面,研发活动通常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且回报周期较长。企业在研发上的高

投入意味着较少的资金用于其他运营活动或投资项目。如果企业收入不稳定或研发成果

不及预期,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日常运营和长期发展。鉴于此,本文把研发强度不小于

Wind三级行业中位数的企业划分为高风险企业,把小于 Wind三级行业中位数的企业划

分为低风险企业,以考察研发补贴对不同风险下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差异化影响。回归

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模型a与模型b的样本分别为该指标下划分的高风险企业与低风

险企业。由表4可知,模型a中研发补贴的系数为正,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

研发补贴显著促进了高研发风险企业的协同创新,模型b中研发补贴的系数为负且不显

著,表明低研发风险企业受政府研发补贴的影响有限。此外,组间差异检验证明了不同风

险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

表4 各指标区分风险下的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joint

研发强度 企业年龄 IPC分类数 费用化/资本化

高风险 低风险 高风险 低风险 高风险 低风险 高风险 低风险

模型a 模型b 模型c 模型d 模型e 模型f 模型g 模型h

lnsub
0.0726** -0.0284 0.0830*** 0.0263 0.0889*** -0.0278 0.1760*** -0.0543

(0.0305) (0.0285) (0.0234) (0.0248) (0.0287) (0.0269) (0.0634) (0.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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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被解释变量:joint

研发强度 企业年龄 IPC分类数 费用化/资本化

高风险 低风险 高风险 低风险 高风险 低风险 高风险 低风险

模型a 模型b 模型c 模型d 模型e 模型f 模型g 模型h

lnes
0.7381*** 0.3101*** 0.4730*** 0.4629*** 0.3133*** 0.5595*** -0.1684 0.6995**

(0.1261) (0.1129) (0.0936) (0.0899) (0.0985) (0.1087) (0.2685) (0.2989)

rlev
-0.9794** -0.5564 -1.0439*** -0.5826* 0.0384 -1.3307*** 0.8440 -3.1158***

(0.4161) (0.4029) (0.3220) (0.3394) (0.3747) (0.3508) (0.9536) (0.9946)

roa
1.1481 0.0653 -0.4568 0.9045 1.3985* 0.2197 0.1482 -1.0248

(0.7381) (0.7917) (0.6342) (0.6575) (0.7508) (0.6805) (1.6387) (1.5222)

hhi
2.4704 -0.0646 -1.0077 0.1602 -0.9091 -0.9446 -6.2617* 2.2770

(2.7068) (1.5732) (0.9876) (1.1538) (1.0357) (1.6715) (3.2711) (6.1336)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5079 5008 7893 6552 5746 5223 1035 1022

Pseudo
 

R2 0.1279 0.1048 0.1475 0.1189 0.1101 0.0928 0.1114 0.1623

经验P 值 0.014** 0.082* 0.016** 0.086*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参考刘净然和何晴(2023)的研究,本文选取企业年龄作为区分企业研发风险的第二

个指标。通常情况下新创企业更倾向于承担更高的研发风险,因为该类企业的创新积累

较少,需要不断创新以保持竞争力,且新创企业的运作更加灵活,愿意尝试新的技术和业

务模式。相比之下,成熟企业积累了丰富的创新经验和资源,同时它们也更加谨慎,这些

都使得它们面临的研发风险较低。因此,若一家企业的年龄越小,该企业面临的研发风险

可能越大。本文把企业年龄不大于行业中位数的企业划分为高风险企业,将企业年龄大

于行业中位数的企业划分为低风险企业。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表4中模型c和模型d给

出企业年龄区分研发风险的情况下,研发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
模型c选择高风险企业作为样本,模型d选择低风险企业作为样本。由表4可知,模型c中

研发补贴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研发补贴对高风险企业的协同创

新行为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模型d中研发补贴的系数不显著,表明研发补贴未能对低风险

企业的协同创新产生明显影响。此外,回归结果通过了组间差异检验,再次证明了假设2。

IPC分类号数量可以表征专利的技术宽度(张米尔等,2024),而技术宽度越高说明专

利包含的知识领域越复杂(方先明和胡丁,2023)。因此,本文把IPC分类号数量作为识别

企业研发风险的第三个指标。IPC分类号数量越多,表明专利的技术复杂性越高,相应地

企业在研发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也越大。反之,IPC分类号数量较少则表明较低的技术

复杂性和研发风险。我们将企业在当年申请的所有专利的IPC分类号进行累加,并根据

Wind数据库中所属三级行业的IPC分类号中位数进行风险等级划分,具体划分标准和研

发强度类似。表4中模型e和模型f给出企业专利分类号(IPC)数量区分研发风险的视角

下,研发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e评估高风险企业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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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行为的影响,模型f则是低风险企业中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协同

创新行为的实证结果。由表4可知,政府研发补贴对高风险企业的协同创新具有显著的

推动作用,而对低风险企业的协同创新的效果不明显。组间差异检验的结果亦表明两组

样本间的系数存在差异。该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假设2。
参考何晴等(2022)的研究,我们选择研发支出的费用化与资本化金额比值来衡量企

业研发风险的大小。费用化将研发支出在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通常适用于研发支

出对企业未来收益的贡献较小或者难以确定的情形。资本化是将一部分研发支出转化为

资产,并按照一定的折旧方式摊销到多个会计期间,适用于研发支出对企业未来收益有较

大贡献且可确定的情况。若一家企业的研发支出费用化比例较高,则其面临的研发风险

可能较大。而若一家企业的研发支出资本化比例较高,则其研发风险可能较小。因此,本
文把研发支出费用化与资本化之比作为衡量企业研发风险的指标。表4给出该指标区分

风险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行为的回归结果。模型g的样本是该指标下划分

的高研发风险企业,模型h的样本则是低研发风险企业。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补贴对高研

发风险企业的协同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而对研发风险低的企业则无此作用。该回归结果

亦通过了组间差异检验。总体来说,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异质性影响符合预

期,假设2得证。

4.2 信号效应视角

检验信号效应最为直接的方式,是观察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市场评价的变化,重点在

于比较受补贴企业和未受补贴企业在协同创新搜寻过程中的信任成本差异。遗憾的是,
现实数据中无法观察并测度其他市场主体的反应。然而,考虑到政府研发补贴提供的信

号并非同质的,异质性信号提供给我们识别信号效应的可能性。换言之,当我们在识别到

高信号强度的研发补贴项目对企业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强于低信号强度的研发补贴项

目,则能够确认政府研发补贴通过信号效应促进企业协同创新。因此,实证检验信号效应

的关键,转化为识别不同补贴项目的信号效应强度,并以此构造异质性样本。基于以上思

路,我们从补贴类型和补贴来源特征两个角度出发,观察企业协同创新促进作用是否因信

号强度而产生差异。
研发补贴按照补贴项目可以分为研究补贴和开发补贴。相较而言,研究补贴比开发

补贴的信号更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首先,二者的补贴目标不同。研究补贴主要针对

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旨在推动长远的科技创新和知识积累。开发补贴侧重于现有技术

的应用开发,旨在实现短期经济效益和市场推广。其次,二者的补贴性质不同。研究补贴

通常涉及未成熟的技术或概念,强调探索和发现。开发补贴往往关注于已有技术的改进

或优化。最后,二者的补贴回报不同。研究补贴传递出政府对企业未来创新潜力的重视,
认为企业能带来创新成果和长期的回报,可能产生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开发补贴则更注

重短期内的经济效益,侧重于产品或服务的市场表现,带来的创新成果较为有限。因此,获得

研究补贴的企业更能对外证明自身的创新潜力,研究补贴具有比开发补贴更强的信号效应。
参考Clausen(2009)、何晴等(2022)的研究,根据政府研发补贴资助项目的特征,研发

补贴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研究补贴和开发补贴。《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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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研究是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查;开发是在进

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

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等。根据这一理解,我们将政府对企业前期研发活动

(研究阶段)的补贴归类为研究补贴,政府对企业后期研发活动(开发阶段)的补贴归类为

开发补贴。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模型(1)中的解释变量替换为研究补贴(lnrsubit)、开发补

贴(lndsubit),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与模型(1)保持一致,以此来评估不同信号强度研发

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影响的异质性。
表5模型a、b给出了研究补贴和开发补贴对企业参与协同创新影响的实证结果。其

中模型a的解释变量为研究补贴,模型b的解释变量为开发补贴。所有模型均控制了个体

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由表5可知,研究补贴的系数为正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说明研究补贴对企业参与协同创新具有较强促进作用。开发补贴的系数为正且不显

著,说明开发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有限。综合来看,信号效应更强的研究补贴相比

于信号效应较弱的开发补贴更能促进企业协同创新,印证了政府研发补贴通过信号效应

促进企业协同创新,假设3因此得证。

表5 分类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

变量
被解释变量:joint

模型a 模型b 模型c 模型d

lnrsub
0.0378**

(0.0154)

lndsub
0.0144

(0.0157)

lncsub
0.0393**

(0.0174)

lnlsub
-0.0027

(0.0146)

lnes
0.5192*** 0.5417*** 0.4910*** 0.5437***

(0.0646) (0.0639) (0.0715) (0.0623)

rlev
-0.6043*** -0.7386*** -0.8348*** -0.7760***

(0.2324) (0.2317) (0.2525) (0.2265)

roa
0.4471 0.1130 -0.0356 0.4893

(0.4615) (0.4601) (0.5090) (0.4473)

hhi
-1.4048* -1.4933** -1.3158 -1.0866

(0.7305) (0.7488) (0.8202) (0.6837)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3516 13958 11379 14412

Pseudo
 

R2 0.1189 0.1237 0.1088 0.1241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进一步地,政府研发补贴按来源可以被分为中央研发补贴和地方研发补贴。相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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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中央研发补贴的信号强度更高。首先,中央研发补贴是来自国家层面的支持,具有更

高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地方研发补贴由地方政府提供,通常受限于地方财政状况和政策

优先级,权威性和公信力较弱。其次,中央补贴政策通常具有较强的连贯性和长期性,中
央政府的支持更有可能在较长时间内持续,能够为企业提供更明确的未来发展方向。地

方补贴政策可能因地方主政官员的调整而改变,缺乏长期规划,导致企业对政府支持的稳

定性产生担忧。最后,中央研发补贴由于其全国性和政策导向,能够对整个行业或领域产

生较大影响。地方研发补贴受限于地方经济和特定行业,影响相对有限。因此,中央研发

补贴相比地方研发补贴的信号更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根据研发补贴明细中表征项目来源的关键词,区分中央研发补贴

和地方研发补贴。具体来说,中央政府部门提供的研发补贴归类为中央研发补贴,地方政

府部门提供的研发补贴则归类为地方研发补贴。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模型(1)中的解释变

量替换为中央研发补贴(lncsubit)与地方研发补贴(lnlsubit),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同模

型(1),以此来评估不同信号强度研发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差异化影响。
表5模型c、d给出了中央研发补贴和地方研发补贴对企业参与协同创新影响的实证

结果。其中模型c的解释变量为中央研发补贴,模型d的解释变量为地方研发补贴。所有

模型均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由表5可知,中央研发补贴的系数为正且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中央研发补贴对企业参与协同创新具有较强促进作用。
地方研发补贴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说明地方研发补贴不能促进企业协同创新。综合来

看,信号效应更强的中央研发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侧面证明了政府研发

补贴通过信号效应促进企业协同创新,假设3得证。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不断演变,企业单打独斗的创新模式已难以满足复杂多

变的创新需求,协同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协同创新通过整合不同主体的资源和能力,
能够促进知识共享和技术互补,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因此,如何有效促进企业协同

创新,已成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议题。政府作为创新体系的参与者,在促进企业协同

创新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部分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财政收支平衡

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考察政府研发补贴如何影响企业参与协同创新尤为重要。基于此,本
文收集2007—2022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数据及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

协同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从研发风险视角考察政府研发补贴对不同研发风险阶段企业

的差异化作用,从信号强度视角考察不同政府补贴类型对企业的差异化影响。研究结论

如下:其一,从总体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参与协同创新起到正向激励的作用。其二,政
府研发补贴的激励作用对研发风险较高的企业尤为明显,对低研发风险的企业的激励效

果则不显著。其三,信号强度高的研发补贴相比信号强度低的研发补贴更能促进企业参

与协同创新。
基于本文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政府研发补贴应充分发挥信号效应,打破信息壁垒、撬动协同创新。我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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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节点,创新已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政府补贴作为重要的政策工具,要充分发挥信号效应,推动协同创新,进而加速我国整体

创新能力的提升。此外,面对部分发达国家实施的技术封锁与贸易保护主义策略,我国正

处于一个亟须突破“卡脖子”困境的关键时期。充分发挥研发补贴的信号效应和引领作

用,推动企业间的协同创新,对于打破外部限制、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增强研发补贴的透明度和规范性,以切实措施提高补贴的信号效应。研究认

为,研发补贴的信号效应是促进企业进行协同创新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应制定相关政

策,以提高政府补贴信号效应为底层逻辑,保障补贴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其一,确立清晰

的补贴申请条件、评审标准和程序,以及补贴的发放和监管流程,以增强补贴政策的可预

测性和可信度。其二,建立强有力的监督和评估体系,确保补贴资金的有效使用,并对其

效果进行定期评估,以提高补贴政策的透明度和规范性。其三,通过公开补贴政策的详细

信息,包括补贴对象、金额、预期效果和实际成效,以增强公众对政府补贴的信任。从多个

点位形成合力共同为研发补贴的信号强度保驾护航。
再次,政府应调整补贴的倾向性,对高研发风险的企业给予更多关注,更好地带动企

业参与协同创新。研究表明,政府提供的研发补贴对于激发高研发风险企业参与协同创

新活动具有更显著的成效。因此,在制定补贴政策时,政府需深入考量补贴资金的分配对

促进企业,特别是高研发风险企业协同创新活动的作用。为了最大化政府研发补贴的信

号效应,建议采取更为精准的措施,在补贴分配上实现有的放矢。此举不仅有助于激励这

些企业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协同创新活动,促进资源的深度整合与技术的互补优势发挥,还
能够加速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步伐,最终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实力和市场竞争力,为社

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最后,提升企业研发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准确衡量企业面临的研发风险是

政府进行精准补贴的先决条件,因此掌握企业的研发活动信息对政府来说十分必要。这

一方面要求企业进一步规范相关数据的统计标准,提高数据披露的质量和透明度。另一

方面政府可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的共享服务,加强对企业研发数据的监管和审核力度,建
立健全数据质量评估体系,对企业报送的数据进行验证和核实,确保企业报送的数据真实

可靠。对于提供虚假数据的企业,应依法依规进行处罚,以维护数据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通过这些综合措施,政府能够更有效地掌握企业研发的实际情况,为企业创新进行准确画

像,为补贴政策的精准发放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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